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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藏人因何自焚？
1
 

       ——以境内外三个不同角度看其综合原因 

 

孙  雁2
 

 

 

    自 2009年二月自焚首次在藏区发生以来，自焚总数在四年后的 2013年 3月已达 109起。倘

若不是在敏感民族地区，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发生了如此广泛和持续的群体人命事件，都必定会引

起国内公众及知识精英的高度关注。然而，由于国内公共话语将自焚事件完全归咎于境外势力的

操纵，影响了全面地去理解自焚发生的多层因素，也导致中国大众及知识界在此问题上的集体失

语。 

    民间学者王力雄就此评论说，“解开这个难题，或至少知道该怎样面对，前提在于需要搞清

这种广泛而持续的自焚，整体是在表达什么意愿，追求何种目标？ 对此存在不同解读，多数只

是强调某个方面，甚至按需所取。”
3
 这番说法不失客观中肯。的确，境内境外对藏区自焚的解

释，南撤北辕，争锋相对。前者一味强调外因， 而后者一律怪罪内因，各自都有其局限。 

    本文首先介绍和评析王力雄本人对自焚者动机的统计分析，其后将他的结论与一位境外藏人

学者和一位境内藏人学者的观点相比较。这三个不同的视野各有独到之处，综合起来有助我们更

全面地理解自焚的原因。 

 

王立雄：自焚是无法空等下去的一种行动 

     

    2012 年底，王力雄根据藏人作家唯色对每个自焚者情况的记录，将自焚者中留有的遗言做

了分类统计分析。由于并非所有的自焚者都留有遗言，他的数据只反映了留有遗言这一小部分自

焚者所想表达的心愿。必须肯定的是，尽管王力雄在民族问题上与官方立场不同，数据也来自其

对政府同样持批评态度的夫人，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认真严谨的，并没有回避不利于境外藏人

和西方观点的结论。 

    首先，王力雄对自焚者遗言的分析证明了境内外有关自焚的三大流行说法并不成立。第一，

境外藏人包括流亡政府政治领导人都曾宣称，自焚是境内藏人无法忍受目前处境的绝望选择。但

这一点在王力雄分类的 7 项动机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有 19 % （共 5 人），不能令人信服地佐

证自焚是藏人绝望的选择。 

    第二，境外藏人和国内官方都往往认为，自焚行为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干

涉。然而在王力雄的数据中，仅有 4 % （共 1 人）表达了此意，在他归纳的七项动机里远属最

低。况且，这唯一的一人还是遗言者中算得上知识分子的一位网络作家，应该比大多数自焚者更

了解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因此他的呼吁不能说有代表性。此外，大多数自焚者不提国际关注，也

并非出于境外人士的指点。正如王力雄指出的，至 2012 底流亡藏人中共有两名自焚者，只有他

                                                        
1 本文刊载于《领导者》2013 年 4 月刊（总第 51 期），第 172-176 页。 
2 作者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政治学教授 
3 王力雄，“燃烧的遗言——藏人因何自焚？”明镜新闻网，2012，12 月 15 日：

http://www.mingjingnews.com/2012/12/blog-post_8816.html 

http://www.mingjingnews.com/2012/12/blog-post_88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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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遗言里反复呼吁国际关注。王力雄认为，这反映出境内外藏人的关键区别：寻求国际社会的

支持一直是境外藏人的主要目标，也是迄今流亡西藏领导机构的工作重心所在，而境内自焚者并

不寄希望于国际社会。 

    第三，流亡藏人还往往认为，藏区自焚者意在谋求“西藏独立”这一政治目标。然而在王力

雄的数据里，只有 19% （共 5 人）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此意，在七项动机中也占很低的比重。

王力雄及其夫人唯色，都是西方颇为信任的藏事评论人。根据唯色的纪录和王的分析而得出的此

结论，一定令境外藏人颇为失望。 

    那么自焚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在王力雄的数据里比重占前三位的动机似乎都比较抽象：把

自焚“当做一种行为”（占 54% 共 14 人），“祈愿达赖喇嘛”（占 38% 共 10 人），“表达勇气和承

担”（占 35% 共 9 人）。王力雄以自焚发生的时间背景推测，这些抽象表达的背后不乏具体愿望。

如 2012年的两个自焚高峰分别是有诸多藏人纪念日的 3月和中共十八大召开的 11月。王对前一

高峰理解为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抗议，对后一高峰则理解为促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改变西藏政策。

选择这些特别的时候去行为，“体现了自焚者期望他们的牺牲有助于实现目标，而非仅仅只是表

达抗议或绝望。”至于什么目标，遗言里并未具体表达，因此既不能证明流亡藏人所期望的是“独

立”愿望，也不能证明中国官方所指控的是境外有组织的操纵。至于自焚是否真的有助于实现目

标，王立雄认为自焚者自己也并不清楚，但下述遗言较有代表性 —－ “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 

也就是说，可以把自焚理解为自焚者对现实的消极抵抗。 

    占比重第二位的动机，“祈愿达赖喇嘛，”似乎正是自焚者主要想表达的愿望。流亡藏人和中

国官方都倾向把呼唤“达赖喇嘛回西藏”的口号等同于要求西藏独立。但王立雄则强调这一口号

包含的是宗教情感，需要与政治主张分开：以自己的生命供养达赖喇嘛并超度众生是一种具有宗

教性质的奉献，非宗教人士对此不易理解；它是一种不求功利，只求功德的境界。这一宗教精神

为多数藏人所具有，也构成自焚的精神动力。同时，这一精神动力还需要与国内的官方政策联系

起来理解。由于官方不断向寺庙和僧人施压，要他们谴责达赖喇嘛，反而更促使僧人以自焚这种

过激的方式表达对其宗教领袖的尊重和奉献。这其中当然也包含对当局的要求和抗议。 

    王立雄数据里居第三位的动机是“表达勇气和承担。”其典型的具体阐述有“要为西藏民族

的尊严而自焚，”“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想错了。”这也告诉我们，如果官方政策继

续把宗教与政治诉求等同，则可能使僧人的反应更加激烈。 

    此外，王立雄数据里有一部分自焚者在遗言中表达了一些政治诉求（19% 共 5 人）。比如，

“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 “释放十一世班禅喇嘛”、“语言要自由”等口号。 但

这些口号都可以与“分裂”的主张切割，而狭义地理解为抗议政府在宗教及文化方面的干涉（如

不予达赖回归西藏，干涉十一世班禅的选择，推动汉语教育）。 

    比这些口号更重要的，是王立雄文章传达的这一信息：西藏问题的国际化正转为国内化。在

他看来，西藏问题多年未有进展，从藏人自身的角度反省，原因在于一直把希望寄托于外界——

境内藏人寄托于境外藏人，境外藏人又寄托于国际社会，进而期望利用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中国

政府让步。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当今世界，这一策略已走到尽头。在这一背景下，王力雄认为境内

自焚成为“不知还又什么可做”的另类策略，同时也显示了境内藏人的觉醒。 

    王力雄的遗言分析对我们了解自焚者的动机有一定的意义。从自焚者的个人陈述中，我们可

以看到他们的话语和诉求与流亡藏人的区别，即他们限于宗教的情感与流亡藏人的政治目标有很

大的不同。这一区别不仅让流亡藏人失望，也使国内官方对“境外煽动”的谴责显得相对无力。

同时，那些遗言又为境内僧人对本族宗教和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而加分。总之，王力雄的释析意在

告诉我们，境内藏人的民族主义已经成熟，境内藏人终于可以自己掌握命运，找出解决所谓西藏

问题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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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王力雄的分析没有触及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自焚者是否代表广大藏民的意愿？下面的

两位境外境内藏人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次仁夏迦：教派积怨及对现代化的抗议 

 

    1959 年出生于西藏，文革初期出走的次仁夏迦 (Tsering Shakya)，现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藏

学专家。目前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亚洲宗教与当代社会研究主席。他于 2012

年底在法国《西藏研究》杂志的自焚专刊里发表文章，分析藏区自焚原因。他认为，藏族民族主

义，或是藏人与汉人之间的经济社会差距，都不足以解释自焚现象的猛势增长。
1
 自 2009 年首

次自焚发生以来，大部分自焚事件都与川西的阿坝自治区有关。包括在阿坝自治区以外地区发生

的事件，自焚者也往往来自阿坝地区。更有甚者，近年的自焚和抗议活动几乎都出自格鲁派的寺

庙 ，而且可以具体到阿坝地区格鲁派的格尔登寺（次仁夏迦：33-34页）。也就是说，自焚并非

是涉及所有藏区和教派的普遍现象，而是一个含特殊地域因素和特殊教派因素的局部现象。 

    就特殊的地域因素来说，次仁夏迦认为这恰恰是东藏地区（即川藏和青藏地区）比西藏享有

更大的宗教自由而带来的相关后果。改革初期至 90 年代中期以前，许多当年逃往到印度的资深

喇嘛都被允许回来访问或讲课，或参与及帮助修复寺庙的工作，其中也包括原格尔登寺的首席喇

嘛——格尔登活佛。他后来于 1997年至 1999年期间曾任流亡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长。而格尔登寺

也正是近年来自焚者的主要来源。东藏区的僧人也有相对的自由去印度访问，并在境外藏人寺庙

里学经。其最好的证明就是在印度的藏传佛教寺庙里，国内出生的僧人不断增加。比如在达兰萨

拉的流亡格尔登寺里，150 位僧人中有 127 位来自阿坝，仅一人出身于印度（其余的来自国内其

他藏区或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而这些有国内背景的僧人自然与他们家乡的僧人和亲友保持密

切的联系（次仁夏迦，第 29，34，36页）。这也就是说，即使自焚有外来影响，它也来自印度的

流亡藏区，而非西方。而且这种影响更多是宗教方面的。 

    此外，青海、甘肃、云南、四川这几省的藏区里相对宽松的政策也使藏文化创作的中心从西

藏转移到西藏以外的藏区。各区藏人通过民间音乐，出版物及社交媒体等形式创造了新型的藏族

共同文化，从而也增强了藏族的共同文化意识和认同感（次仁夏迦：27页）。 

    就特殊的教派因素来说，次仁夏迦把它归咎于格鲁派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原因主要

有两个。一是格鲁派在历史曾占统治地位，属于所谓的皇教，教派内部讲究等级和寺庙传统，因

此它对当今政府对宗教的管制比其他教派有更强烈的不满。二是格鲁派系的所有寺庙至今仍拒绝

接受中国政府选定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由于班禅喇嘛属于格鲁派，这些格鲁派寺庙不能像非格

鲁派寺庙那样，可以对政府要求它们承认新班禅喇嘛的压力视而不见。这两大原因使格鲁派寺庙

对中国政府的宿怨和愤怒尤为激烈，因为其核心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比如涉及自焚事件最多的

格尔登寺，它既是藏区最大的寺庙之一，又曾是阿坝地区重要的政治权利中心。第十世班禅圆寂

后留下的宗教领袖真空，目前又因老一辈喇嘛的逐渐离世而加剧。经过文革的老一辈喇嘛，无意

在政治上挑战中国政府，故而专注藏传佛教的复兴。随着这批资深而温和的喇嘛逐个谢世，同时

政府又不断要求喇嘛和僧侣谴责达赖喇嘛，与境外寺庙保持距离，这些都给格鲁派寺庙造成了持

续的紧张和焦虑（次仁夏迦： 28-29页）。 

    此外，次仁夏迦也如许多西方分析者一样，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的西部开发政策加剧了民族

地区的矛盾。尽管国内官方政策总是以肯定的态度大力发展藏区的交通和援助项目，境外藏人和

西方人士却往往把它们看作是同化和融合藏区的手段，认为它们威胁到当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

                                                        
1 Shakya, Tsering. 2012. “Self-Immolation, the Changing Language of Protest in Tibet.” Revue d’Etudes Tibétaines. 25 

(Décembre):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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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方式。次仁夏迦称，以保护藏区草原环境为幌子的牧民定居工程，尽管在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延

长成人寿命方面有所贡献，但同时也加剧了失业和社会分配不公，其长期效益不明。这些社会问

题使当地藏人把牧民定居工程看成政府对他们传统权利的侵犯，对他们生存方式的不当干预。次

仁夏迦引用荷兰学者安德鲁·费舍尔的研究为证。费舍尔在 2012 年 4 月的一篇文章里制作了一

张藏区自焚路线图，图中显示了自焚发生地域与定居工程的吻合。
1
 尽管目前自焚者中还没有人

直接来自牧民定居的社区，次仁夏迦认为上述路线的吻合毋庸置疑地反映了社会变迁给当地藏民

带来的焦虑 （次仁夏迦：31-32页）。 

    有意义的是，次仁夏迦也承认，尽管藏人的不满是基于他们族权的诉求，但是“藏民族”这

一概念的历史并不长。而且它正是由中国政府本身“识别”出来并人为地统一起来的。但是经过

政府的创造和固定后，这一“民族”概念已成为当今藏人的民族主义和领土意识的基础 （次仁

夏迦： 24页）。 

 

川藏籍学者：旧势力的回升与影响 

 

    与上述两个体制外的分析观点相比，国内体制内的藏族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藏区自焚事件？几

年来我也多次求问一位就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甘孜籍藏族学者。由于他谈的是个人看法，不

希望被误认为代表官方意见，故我在此不署其真名，简称他为“康巴学者。”
2
 

    首先，这位康巴学者并不否定王力雄的分析。他认为，虽然王的立意不同，但“并非出于绝

望”、“呼喊达赖与西藏独立等同过于牵强”、“从众心理驱使” 等几个主要结论是客观的，

定量分析的方法是可取的。同时，他也指出王力雄的分析中有一个关键的疏漏：既然是从自焚者

的角度去分析原因，就不能忽略这个群体的个人及社会背景。这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者大多是

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家境贫穷且学习又最差，在寺中是地位最低的僧人，为了提升自己名望

或功德，被一些僧人利用、鼓动、甚至直接帮助进行自焚。他把自焚的主要诱因总结为“死后见

达赖”、“民族英雄”、“经济补偿”这三项。这一说法意味着自焚者实际上是一群易受伤害、易受

操纵的弱势群体。 

    我就以上观点询问了王力雄的意见。王的答覆佐证了自焚者年龄偏小、学历偏低这两点。在

他有纪录的 92 例自焚者中，31%为十九岁以下；45%为二十至三十岁之间；8%为三十至四十岁

之间；8%为四十至五十岁之间；5%为五十岁以上。也就是说，三分之二多（76%）的自焚者在

三十岁以下，这的确是一个很高的比重。王还确认，自焚者中的僧人只受过传统的寺庙教育，而

世俗人中没有超过中学毕业的。但王否认经济补偿是自焚的动力之一。他举例说一个自焚者家庭，

非常贫穷，但是把收到的十来万元捐款，又转捐给了当地学校（电子邮件，2012 年 12 月 19 日）。 

    其次，这位康巴学者也同意次仁夏迦有关自焚事件限于特定地域和特定教派的观点。他具体

指出，自焚者只来自于藏区 3,600 多座寺庙中的 4 座，属于极少数。而自焚多发的川、甘、青三

省交界的三县七乡，在历史上就属于几不管的部落争斗地区，“无政府”思想历来突出，当年就

因此受到马步芳的严厉镇压。现在因为地处偏远，在各省区里藏区所占的经济总量、区位不同。

在藏区的经济发展思路、资金投入、宗教管理、社会管理的政策宽严不同的情况下，部分地方的

旧势力、宗教旧思想回升，使少数人绑架多数人有了运作空间。相比之下，云南、西藏这些年来

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大规模的旅游济经促进了民族交流和交融。云南藏区从未发生过自焚。 

    与次仁夏迦相同，这位康巴学者认为正是东藏地区相对宽松的政策，导致宗教势力回升。在

                                                        
1 Fischer, Martin Andrew. 2012. “The Geopolitics of Politico-Religious Protest in Eastern Tibet,” Hot Spot Forum, 

Cultural Anthropology Online, April 9: http://www.culanth.org/?q=node/530 
2 2011 年 8 月访谈，9 月电子邮件。2012 年 12 月初北京访谈，12 月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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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改善、自由活动拓展、法制对干部手脚的约束，以及境内外信息连通的便利（地方上称

为“政府政策软弱”）等情况下，老百姓思想受各种思潮、特别是境外达赖喇嘛影响增大。其中

最担忧的，就是共产党允许达赖喇嘛回来（达赖要回来的传言很多），天会变，所以许多人想给

自己留后路，许多持拥护达赖观点的僧人也借达赖回来的种种后果威逼、绑架民众，一些地方出

现“不种地、不准买卖肉类食品”等响应达赖号召“不与共产党合作”运动的现象，搞得老百姓

私下也不得安宁。 

    至于教派方面的原因，这位康巴学者强调了格鲁派指望恢复传统政教制度的阶级因素。除了

自焚事件的受害者往往是贫穷年轻的底层僧人，格鲁派势力回升的其他受害者也是普通藏族百

姓。为达其政治目的，在煽动自焚后，一些僧人还不准旁人进行救助，就是为了境外能够看到“刺

激”的画面和民众惊恐……，这里面宗教精神已经被深深亵渎。该学者还称，据了解自焚甚至还

有私下按旧部落方式抽签强制。 

    与王力雄和次仁夏迦的分析鲜明不同的是，这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因素虽然复杂，但主要还

是受境外以“达赖喇嘛旗号”所做的煽动。在王力雄的统计里，高达 38% 自焚者的动机是将身

体“贡献”给达赖喇嘛（宗教供奉），因此明显看到达赖喇嘛这个宗教符号在这场摧残无知、盲

目青少年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康巴学者问到，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能接受这种“生命供奉”，而拒

不公开谴责和反对自焚，能被视为“情有可原”吗？ 

 

解决问题的出路 

 

    王力雄认为，解决所谓的西藏问题需要突破困境，而关键又在于改变由境外藏人包办的一贯

战略，由境内百万藏人成为主体，共同参与“自由与和解”之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认为自

焚代表了境内藏人的“觉醒”和“行动，”尽管目前除了自焚，他们还不知道到底要什么样去行

动。一旦境内藏人知道了路在何方，他们就会活着挺进充满希望的未来，而不需要再投身自焚的

烈火。 

    次仁夏迦则指出任何方法也解决不了西藏问题。他认为中国政府同其他所有面临分裂主义的

政府一样，对藏区采取两大政策。一是加强监控，二是增加投资以诱导合作与服从。然而这两种

政策都效果有限。加强经济发展并没有增加藏民对政府统治的接受，而加强监控反而更激起藏族

百姓的受害感。次仁夏迦罗列了当局对藏区之间藏民出入的限制，如数百名四川及青海藏区的藏

人被驱逐出拉萨。东藏区的藏人要进入西藏自治区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而汉族移民进入西藏却

不受限制。（其实次仁夏迦文章里也曾提到，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的零星自焚事件都由川藏区或

青藏区来的人员所为。这必然是政府限制藏区之间人口流动的原因）。2008年后藏族旅客面临更

多的机场安检，在拉萨机场，他们甚至必须通过专门的安全检查。次仁夏迦认为，正是此类的歧

视政策加剧了藏族被排斥的感受，导致他们以自焚的极端手段去表达他们的集体愤怒。但是王力

雄的数据则显示，自焚者并非因表达绝望而献身。 

    相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现象的解决方法还需境外的系铃人。鉴于他把自焚的主要诱因总结

为“死后见达赖”、“民族英雄”、“经济补偿”这三项，因此他认为自焚行为甚至与伊斯兰极端势

力“自杀式炸弹”没有本质的区别。由此，他呼吁西方各国政府要求达赖喇嘛站出来公开谴责自

焚是反人类、反人权行为，是违背藏传佛教基本教义的、他不会为自焚人员祈祷超度。只要达赖

喇嘛站出来公开拒绝为自焚人员加气鼓劲，相信自焚事件会大幅减少。 

 

 
 


